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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①

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们与敌人展开殊死较量
□文/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尤 何春阳 图/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龙帆

在南方局的领导下,《新华日报》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推动抗战进步
文化运动,增强人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图为周恩来和《新华日报》、《群
众》周刊部分同志合影。左起:李中和、许涤新、戈宝权、华西园、潘梓年、周恩来、陈家康、薛子
正、胡绳。（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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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驻地
——红岩村。（本报资料图片）

白公馆，市民正在听小萝卜头的故事讲
解。

即将开工修复的聚兴诚银行旧址。 （渝中区文管所供图）

扫码进入重磅互动融媒体作品《点亮！
重走重庆解放之路》，一起点亮行进路线。
作品将每天持续更新进度，您可以全程参
与、沉浸式体验。

在重庆解放中，如果说军事进攻是一条
明线的话，重庆地方党组织执行的统战工作
（包含隐蔽战线）则可称为“暗线”，两线作用，
交相辉映，成就伟业。

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重庆日报
“重走重庆解放之路”采访组通过寻访当事
人、采访专家，还原了当年那个没有硝烟的战
场上，隐蔽战线的先辈以笔为剑，以智取胜，
与敌人进行的一场场无声却激烈的较量。

隐蔽起来伪装起来
继续为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

故事始于1939年底的一天。
冬季的山城，被厚重的雾气紧紧包裹，仿

佛连时间都被凝固。在凛冽的寒风中，一个
年轻人行色匆匆地来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招待所所在的红岩嘴13号。他就是彭友今。

彭友今，是一个不太广为人知的名字。新
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过第五届全国政协副
秘书长、第六届全国政协秘书长、第七届全国
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并创办《人民政
协报》，担任《当代中国的人民政协》主编。

彭友今何以身居要职？他在新中国成立、
解放战争中作出过什么贡献？记者找遍各类
历史资料，查阅大量文献，想从中拼凑出彭友
今颇具神秘色彩的一生。但是，所有文献对他
的记载都屈指可数，很多都是一笔带过。

直到我们找到一本彭友今出生地四川大
竹县有关学者为他写的一本自传，才从中找
到了答案。

原来，1939年，党组织决定彭友今不再
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宣传科长，调到中
共中央南方局工作。

初到南方局，彭友今由董必武直接领
导。董必武先后三次和彭友今谈话，安排彭
友今的工作。

当时，南方局主要围绕两大方面开展工
作：一是统战工作，根据统战对象不同，做工
作的人员和方式也不同；其二是隐蔽战线，领
导国统区党的地下工作。

打退国民党的两次反共高潮后，南方局
关于国统区党的地下工作方针和政策、措施
进一步明晰：“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
量，以待时机”。但光有“十六字方针”，而没
有一套具体的政策和措施，“十六字方针”就
不能贯彻落实。要隐蔽精干，以待革命高潮
的到来，就必须执行“三勤”“三化”政策——
党员必须“勤业、勤学、勤交友”，党员活动要

“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
“十六字方针”是周恩来提出并经党中央

批准定下的。虽然董必武和彭友今的三次谈
话具体内容不得其详，却都和“十六字方针”
及“三勤”“三化”政策密切相关。

彭友今后来回忆：“我在招待所住了两个多
月，董必武同志同我谈了三次话，大意是由于形
势的变化，要我做统战工作，并要我从头做起，
要广交朋友，做长期打算，还要做好隐蔽。”

三次谈话后，董必武决定让彭友今长期
埋伏下来。组织关系和工作关系转入“地
下”，按地下党员的工作方式从事党的工作。

红岩受命，是彭友今一生的重大转折。
在重庆，他必须把自己隐蔽起来，伪装起来，
继续为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

而彭友今的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在重庆
找到一份可以隐蔽身份的工作。而后，根据
董必武的安排，彭友今到《时代新报》任编辑，
以此职业作为掩护，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彭友今原本是准备长期埋伏在《时代新
报》，等待着接受新的任务，但事态的发展却
很难尽如人意。

1942年11月，叛徒突然出现在重庆并四
处搜捕彭友今。一天，彭友今和那个叛徒在
大街上不期而遇。四目相对时，彭友今先是
一愣，随即警觉，转瞬消失在人群中。叛徒回
过神来，大呼：“抓！”但被熙熙攘攘的人流所
阻。

经此险遇，彭友今感到在重庆很难立
足。于是，他转移到泸县（四川省泸州市辖
县），明面上的身份为大同实业公司协理，和
地方党组织不发生横向联系。

1944年夏，彭友今回到重庆，开始了他
的统战工作生涯。1947年，遵照党中央指
示，南方局秘密成立重庆统战工作组，任命彭
友今为组长，而他的社会身份是《商务日报》
总编辑、主笔。此外，彭友今还应聘到西南学
院做兼职教授，又是合记炼油厂厂长。总编
辑、主编和教授、厂长这样的头衔，为彭友今
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隐蔽战线工作提供
了方便。

为了安全，统战工作组成员的工作方式
主要是单线联系（一对一）。周永林回忆自己
在重庆统战工作组的经历时说，当时，他的社
会身份是均益公司的经理，收到情报后就利
用工作上的机会，把情报传递给自己的上级，
再由上级直接交给彭友今。

所以，时至今日，重庆统战工作组到底有
多少成员、成员是何许人也都无从得知。但
是，彭友今领导的重庆统战工作组，部署了一
批力量进入新闻界，掌控舆论阵地；部署了一
批力量进入工商界，确保重庆工商界头面人
物没有跑掉，资金没有抽逃，把重庆经济基本
上完整地保存下来，创造了解放战争中解放
大城市的一个奇迹。

置生死于度外
“搞地下工作就是把脑袋提起来干”

在隐蔽战线这片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每
一分静默都蕴藏着千钧一发的危机，每一步
前行都可能是生与死的较量。尽管这些隐匿
在黑暗中的战士鲜少被提及，他们的名字或
许永远不会被大众所熟知，但他们所作的贡
献是难以估量的。

“我父亲的身份，也是 1956 年才公开
的。”近日，重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周勇向记
者再现了那段尘封已久的烽火岁月。

1938年4月，周永林年满18周岁，经党
组织批准，由党领导的“秘密学联”成员，正式
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便在南方局领
导下，加入重庆统战工作组，开始从事隐蔽战
线的工作。

“父亲本来是学农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研
究柑橘的专家，但当时党非常需要有人来‘打
入’金融界、经济界，他便到了均益公司做职
员。”周勇说，他的爷爷曾是均益公司董事长
董其康之父的学生，师生情谊深厚。有了这
层关系，父亲周永林很快便成为了均益公司
的“红人”，逐渐担任公司要职——总务主任、
地产部经理。

按照“隐蔽精干”的指示，周永林的公开
身份是经济界人士，与重庆工商、金融界的人
有频繁的“业务往来”。此外，他还担任《商务
日报》主笔、《国民公报》社论委员，“在商言
商”的隐蔽策略，让他很好地“混迹”于工商、
金融界的大亨和社会名流中。

周永林曾自嘲：“好多人以为我发国难财
哩！”其实，他暗中又把挣到的钱通过各种方
式交给了党组织。

在那个波诡云谲的年代从事地下工作，
每位同志都冒着极大的风险。“父亲曾经形容
说，他们‘当年搞地下工作就是把脑袋提起来
干，还要把伙食费带起’。”周勇说，他的父亲
几次险些落入“虎口”。

1948年，时任中共重庆市工委书记的刘
国定被特务逮捕后叛变，随之一大批地下党
员被捕入狱，其中就包括当时周永林的直接
上级——川东地下党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

1948年12月14日，坐牢8个月的李文
祥趁放风的机会，跑到特务办公室要求“坦白
情况”，交代出16位同志，周永林就是其中之
一。

那是冬天的一个傍晚，特务准备到周永
林的公司来“抓人”。

“那天晚上，老板还在加班，我也陪同
在旁。老板的‘长随’（即跟班仆役）王道生
突然跑上楼跟我说，楼下有人打听我在不
在，说要在我手上买房子。王道生一看那
人神色不对，又一想，天都黑了买什么房
子，肯定不对头，于是就谎称我已经走了好
久了。”周永林生前曾这样描述那段惊心动
魄的往事。

他知道肯定“出事”了，便立马从后门悄
悄离开公司，连夜避难到了四川内江。周永
林躲过一劫又一劫活了下来，但他的不少战
友却倒在了国民党特务的屠刀下。

统战工作组成员黎又霖、陶敬之二人，就
牺牲于重庆解放前夕的“11·27”大屠杀之中。

重庆解放后，周永林还曾到白公馆渣滓
洞找寻烈士遗体。他在白公馆一间地铺的褥
子下，翻检到了一张巴掌大小的土纸，上面是
黎又霖留下的绝命诗。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革命何须问死生，将身许国倍光荣，今朝我
辈成仁去，顷刻黄泉又结盟。”

对父亲的这段经历，周勇印象极为深刻，
还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叫《父亲牵挂歌乐
山》。文中有一段话令人动容：10年前的

“11·27”前夕，已经90岁的父亲对我说：“我
走不动了，你要去歌乐山看看黎又霖、陶敬
之、胡有猷他们。”在这块浸透了烈士鲜血的
地方，有五个人与父亲直接相关，他在晚年多
次讲起这些事情。当年，父亲只是战斗在隐
蔽斗争一线的一个普通党员，但他对那段历

史守口如瓶。不论是他写的，还是对我们讲
的，都只是一鳞半爪。

作为隐蔽战线成员，除了危险和误解，还
要克服孤独。

周永林对自己的身份，即便是身边最亲
近的人都三缄其口，以至于当时他的女朋友，

也就是周勇的母亲对他都颇有疑虑。一个高
大帅气的男人，家庭条件、经济条件都很优
越，怎么30岁还没有结婚？

直到1951年2月的一天，这对恋人走在
解放碑街头，看见李文祥的判决布告上出现
他出卖同志的名单中有“周永林”三个字的时
候，周勇的母亲才恍然大悟。

“这个‘周永林’是你吗？”两人相视一笑，
一切尽在不言中。

力挽民族资本
没有一个企业家跑到台湾去

许多研究重庆解放史的专家学者都有一
个共识：“当时重庆统战工作组最大的贡献有
两个，一是冒险收集并传递了很多有用的情
报，二是很好地落实了人不要跑、钱不要跑

‘两个不要跑’的指示。”
要实现这个目标谈何容易，但重庆统战

工作组硬是将工作做到了极致。
重庆解放历史研究专家、市委党史研究

室征研三处三级调研员徐术介绍，当刘邓大
军到达重庆的时候，他们便得到了一本情报

“小册子”，里面详细记录了各大街区商铺老
板的经济实力、家庭情况、政治倾向等，以便
我党其他同志做下一步的工作。

而隐蔽在工商界的地下党员们详细调查
了重庆经济和企业情况，形成了一份完整的
报告，提供给了党组织。

1949年，随着解放大军神速推进，国民
党统治的崩溃指日可待，很多工商界人士都
开始为自己的今后作打算。多数人害怕有朝
一日共产党得天下就会“共”他们的“产”，便
纷纷准备转移资金、转移企业。

鉴于此，重庆统战工作组的任务就是要
稳住民族资本家，争取他们拥护人民军队解
放重庆，支持人民政权建设重庆。因此，工作
组定下了具体工作目标：争取民族资本的资
金不外流、工商金融界人士不外逃。

当时，重庆最有名的聚兴诚银行，老板叫
杨灿三。这位大资本家思想比较保守，听说
共产党马上要解放重庆了，他基本拒绝与中
共人士正面接触。

这种情况下，我党及时将资本家按性质
划分为不同类别，区别对待，即对官僚资本进
行没收，对民族资本进行保护。这让包括杨
灿三在内的民族资本家吃了颗“定心丸”。

那时天津已解放，重庆的另一家大企业
川康银行天津分行老板没有外逃，而是留在
了天津。这对杨灿三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榜
样。于是，党组织派遣统战工作组的成员动
员川康银行天津分行回到重庆的人去做杨家
的工作，告诉他共产党对民族资本家的具体
做法。那个时期，统战工作组经常都会组织
召开座谈会、报告会，请马寅初等知名学者给
工商界人士宣讲时事政治和经济形势，介绍
党的政策与主张。

功夫不负有心人，杨灿三对共产党的态
度有了明显转变。

根据有关资料记录，杨家有五大房，其中
第五房在香港，产业做得很大。到重庆解放
前夕，第五房就要求杨灿三把重庆企业的资
金调到香港去。但是杨灿三拒绝了抽逃资金
的做法，也没有前往国外，而是选择留下来，
支持重庆的建设。

杨灿三的态度对重庆其他民族资本家产
生了非常积极的示范效应。

让人欣慰的是，通过艰苦工作，在刘邓大
军解放重庆的时候，全市工商业、金融业没有
受到太大损失，特别是没有一个企业家跑到台
湾去，也没有一分钱资金外流到台湾、香港。

在重庆解放历史研究专家、市委党史研
究室征研三处三级调研员徐术看来，“那些隐
蔽在重庆的党员干成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
事。重庆是工商业城市，如果工商界人士跑
了，钱没了，城市发展就成问题了。”徐术说，
正是因为当时重庆的经济没有“伤筋动骨”，
才在解放后修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条
铁路——成渝铁路、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大田
湾体育场等西南地区重大的基础设施。

这一切，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也有历史
资料佐证。

在战乱初定，百废待举的日子里，邓小平
曾这样肯定重庆保留下来的经济实力：“在经
济上，西南物产丰富，工业生产特别是‘重庆
附近的重工业超过上海’，四川的工业生产在
全国仅次于东北，居于第二位。尽管国民党
对西南经济实施了大破坏，但是总的讲，‘我
们建设西南在经济上有优越条件’。”


